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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政经分开”是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方向。以江苏省苏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枫桥街道、吴
中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长桥街道和昆山市花桥镇为案例，详细分析三地“政经分开”改革的社会经济背景、改革内容、

改革效应和潜在风险。结果表明，三地“政经分开”改革是在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加快、农村居民收入和公共服务需

求增加、农村治理体系急需重建的背景下进行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改革历程分为集体资产股份化改革、５个分离、持
续改进３个阶段。“政经分开”释放了巨大的改革红利，表现为农民资产性收入显著增加，农村社会管理效率明显改
善，集体经济市场竞争力显著增强，但是存在财政负担加重、投入责任转嫁、政务居务不分等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

循序渐进推进改革、优化顶层设计、理清行政事务和社区自治事务边界、建立合理的经费投入分担机制等对策建议。

　　关键词：政经分开；诱制性制度变迁；农村集体产权制度；苏州模式；对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Ｆ３２１．３２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１３０２（２０２３）１４－０２５０－０６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９－０７

基金项目：江苏省苏州市科技发展计划（软科学研究）指令性计划

（编号：ＳＲ２０１７３７）。

作者简介：周晓明（１９８２—），男，江苏盐城人，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农

业经济管理研究。Ｅ－ｍａｉｌ：ｘｍｚｈｏｕ＠ｓｚａｉ．ｅｄｕ．ｃｎ。

通信作者：程培?，博士，教授，主要从事农业经济管理研究。

Ｅ－ｍａｉｌ：ｃｈｅｎｇｐｇ０５１２＠１６３．ｃｏｍ。

　　村民委员会（简称村委会）与村集体经济组织
的“政经关系”一直是困扰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和基层治理的重大问题［１］。早在２０１５年１１月，中
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深化农村改

革综合性实施方案》就明确提出：“探索剥离村‘两

委’对集体资产经营管理的职能，开展实行‘政经分

开’试验，完善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的村民自治组

织和集体经济组织运行机制。”［２］这是中央层面在

农村治理方面首提“政经分开”。２０１６年１２月，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

改革的意见》再次明确要求“在基层党组织领导下，

探索明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村民委员会的职能

关系，有效承担集体经济经营管理事务和村民自治

事务。有需要且条件许可的地方，可以实行村民委

员会事务和集体经济事务分离。妥善处理好村党

组织、村民委员会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３］

可见，“政经分开”是未来农村基层治理制度改革的

一个重要方向。此后，各地开始因地制宜地探索

“政经分开”改革模式。考察各地“政经分开”的探

索实践，总结经验教训对未来“政经分开”制度的完

善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董晨雪等报道，广东

省佛山市南海区是最早进行“政经分开”探索和实

践的地区［４］，而江苏省苏州市是较早进行“政经分

开”实践探索的地区之一，苏州市的这一探索引起

了各方面的高度关注。２０１４年中国三农问题专家
韩俊对苏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简称苏州高

新区）枫桥街道的做法给予了充分肯定，并认为枫

桥模式具有重要的实际推广复制和示范引领价

值［５－６］。２０１５年以来，枫桥街道的“政经分开”实践
获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农业部等主管部门的

高度关注，其做法被编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的《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中［６］。

随后，吴中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简称吴中高新区）

长桥街道和昆山市花桥镇于２０１１年也开始“政经
分开”改革的探索。本研究选择目前已完成“政经

分开”改革且政经分开后已至少运行３年的苏州市
的３个地区（苏州高新区枫桥街道、吴中高新区长
桥街道和昆山市花桥镇），从微观层面详细剖析 “政

经分开”改革的社会经济政治背景、运行机制、改革

成效、现实困境，并应用制度变迁理论对“政经分

开”现象进行初步解释，以期为各地深入开展农村

集体产权制度和农村基层治理改革提供参考。本

研究资料数据主要通过深度访谈、查阅书面资料等

方法收集。访谈对象共１３位，包括３个试点地区
（街道／镇）负责人、所属居（村）民委员会主任、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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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负责人等。书面资料共收集１８份，包括年度
总结、财务年报、工作报告和有关制度文件等。

１　政经分开的社会经济政治背景

１．１　社会背景：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加快，外来人
口大量增加

三地在实施“政经分开”时城镇化和工业化已

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枫桥街道位于苏州高新区

核心地带，经济高度发达。２００４年实施“政经分开”
时，原２４个行政村近万户农民已全部集中安置在
２４个住宅小区。从产业结构来看，第一产业（农业）
所占比重仅为０．１２％（表１），第二产业所占比重高
达８９４９％，工业经济的蓬勃发展吸引来自全国各
地的大量外来务工人员到此就业创业。统计结果

显示，枫桥街道当时户籍人口为６万人，流动人口为
１６万人［７］。吴中高新区长桥街道和昆山市花桥镇

在实施“政经分开”时城镇化和工业化水平与枫桥

街道类似。长桥街道位于吴中高新区核心地带，自

２１世纪以来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迅猛。２００８年开
始城中村拆迁。２０１１年实施“政经分开”时，７个涉
农社区除２个村外，其余５个已完成城中村改造，户
籍人口２万多人，常住人口１０万多人。

表１　“政经分开”时社会经济主要发展指标

地区

“政经分

开”起始

年份

农业

ＧＤＰ
比重

（％）

外来人

口比例

（％）

农民人均

纯收入

（元）

村级集

体经济

总收入

（万元）

高新区枫桥街道 ２００４ ０．１２ ７２．７ ９６００ ５８９９

吴中高新区长桥街道 ２０１１ Ｎ．Ａ ８３．３ ２２８６８ ２３８８

昆山市花桥镇 ２０１１ ０．５０ ６９．９ ２０９６７ ６３００

　　注：高新区枫桥街道和吴中高新区长桥街道的数据主要来自实

地访谈和街道政府工作报告；昆山市花桥镇数据主要来自《昆山市

统计年鉴》和花桥镇２０１１年政府工作报告。Ｎ．Ａ表示数据缺失。

　　花桥镇是苏州市昆山市辖镇，与花桥经济开发
区实行“区镇合一”体制。实施“政经分开”２０１１年
时辖１２个社区（９个涉农社区）、３个行政村；三次
产业之比为０．５∶３７．５∶６２．０，农业产值仅占 ＧＤＰ
的０．５％，工业和服务业高度发达。２０１１年末户籍
人口３．４万人，外来暂住人口７．９万人。

随着城镇化深入推进，大量农户集中居住到动

迁小区，原本按自然村或行政村居住的村落格局发

生了彻底改变，一个安置小区有可能居住着来自原

来不同村的村民，一户村民也可能拥有不同安置小

区的房子。另外，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外来人口大

量涌入。外来人口通过租住或购买产权的方式居

住在动迁小区，成为当地居民。居住格局和人口结

构的变化导致原“政经合一”的村民自治组织和集

体经济组织的边界不一致，原村民自治组织与集体

经济组织职能不分的体制无法适应新的形势。改

革农村基层组织，构建一个职责清晰、互动协作的

新型农村治理结构显得尤为必要。

１．２　经济背景：农村居民收入和公共服务需求的增加
从２０世纪末以来，随着苏州市经济的快速发

展，３个地区人均收入均有大幅增加。到开始“政经
分开”改革的２００４年，枫桥街道农民人均收入已达
９６００多元，接近城市居民收入；花桥镇、长桥街道在
开始改革试点的 ２０１１年人均纯收入分别高达
２０９６７、２２８６８元。随着收入的提高，村民对公共服
务需求越来越大，质量和层次要求越来越高，发展

型公共服务需求递增趋势明显［８］。村民日益增长

的公共服务需求与公共服务总体供给不足、质量低

下之间的矛盾，使得改革公共资源配置方式和公共

服务的供给机制成为必要。

１．３　政治背景：农村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需要
在经济发展快速发展过程中，农村集体经济总

量迅速扩大。在开始改革的２００４年枫桥街道村级
集体经济总收入近６０００万元，其中各村在“两园”
（枫桥工业园、民营科技园）的厂房租金收入就高达

２６９０万元。而长桥街道在开始改革的２０１１年集体
经济总收入超过２．７亿元，村均稳定收入２３８８万
元。街道、社区二级总资产达２２亿元，经营性资产
１６亿元。花桥镇在开始改革的２０１１年村级集体可
支配收入总量达到６３００万元，平均每个村（社区）
集体经济可支配收入超４００万元。在政经合一体制
下，村委会通常代行集体经济组织职能，客观上造

成农村基层组织“政经不分”的状态。“政经不分”

如同过去的国有企业政企不分一样，一方面村级集

体经济组织需要承担村民福利、社会公益事业等支

出，其经营成本和经营绩效难以科学衡量和考核，

无法真正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另一方面，真正所

有者缺位，监管缺失，资产经营不善、资产流失严

重、权利腐败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枫桥街道的汇

报材料就明确表示，之前政经合一体制下存在着村

级集体经济分红入不敷出，农村集体资产保值增值

面临难题等情况。”

２　“政经分开”的改革路径和主要内容

３个试点地区“政经分开”的具体做法虽然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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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但改革路径和改革主要内容基本相同。改革

历程大致可以分为３个阶段：集体资产股份化改革、
实施５个分离、后“政经分开”时期的持续改进。
２．１　集体资产股份化改革

对集体资产进行清产核资，确认集体组织成员

资格，按农龄将集体存量资产折股量化到符合条件

的集体组织成员，可以实现“资产变股权、农民当股

东”。同时以原行政村为单位，成立村级股份合作

社，并进行工商登记注册，使股份合作社成为独立

的市场主体。

从法律层面看，集体资产股份化改革是“政经

分开”的前置条件。《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

委会的主要职责之一是依法管理本村属于村民集

体所有的土地、企业和其他资产。这就意味着村委

会具有对集体资产行使经济管理的法定职权，村委

会职权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职权存在一定程度上

的交叉。因此，要实现“政经分开”首先必须要将集

体所有资产进行处置。目前３个试点地区采用的处
置方式主要是进行集体资产股份化改革，实现把

“共同所有”的集体经济转化为“按份额共有”的合

作经济［５］。完成转化后，根据《江苏省实施〈村民委

员会组织法〉办法》第三条第三款规定，村委会不具

有管理职能。集体资产股份化改革也是从农村社区

管理向城市社区管理模式转变必须经历的一个环节。

比较《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居民委员会的任务

和《村委会组织法》中村委会主要职责可以发现，除

了履行一些与居民委员会相同的职能，如宣传、教育、

服务、引导等外，村委会还具有集体经济管理职能。

因此，如果不把村委会的集体经济管理职能剥离掉，

就无法真正实现农村社区管理向城市社区管理模式

转变，无法真正实现农民身份的市民化。

２．２　实施５个分离
在完成集体资产股份化改革的基础上，对选民

资格、组织功能、财务资产、人员管理、议事决策等

进行分离。

２．２．１　选民资格分离　村（居）委会成员由社区具
有资格的居民选举产生；而社区股份合作社的理事会、

监事会成员由社区股份合作社的股民代表选举产生。

２．２．２　组织职能分离　村（居）委会主要承担社区
治理、社区公共服务和社区建设等职能；而社区股

份合作社的职能是负责集体资产的经营管理，承担

集体资产保值增值的职责。

２．２．３　财务资产分离　经营性资产归社区股份合

作社管理（长桥街道将非经营性房屋资产也归社区

股份合作社管理），把非经营性资产划归村（居）委

会（长桥模式中把公益性非房屋资产归居委会管

理），同时社区居委会和社区股份合作社分设账簿，

分别进行财务核算。

２．２．４　管理人员分离　对村（居）委会和集体经济
组织的人员进行分开管理，分别设置各自的组织架

构。村（居）委会设立主任、副主任等职位，社区股

份合作社设立董事长、总经理等职位。２个组织机
构的负责人不相互兼任（长桥街道规定，社区党委

书记兼任社区股份合作社的董事长，但是不参与实

际经营决策。主要目的是解决社区党委书记经济

待遇问题）。

２．２．５　议事决策分离　分别制定村（居）委会和集体
经济组织的议事制度，明确各自的决策程序和权限。

２．３　后“政经分开”时期的持续改进
“政经分开”改革完成后，从政、经两方面根据

新出现的问题不断修正、完善。在“经”方面，持续

改进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做大做强集体经

济。如枫桥街道在“政经分开”完成后采取了一系

列措施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一是组建“稳收益”的

富民合作社。２００７年枫桥街道通过村民自愿现金
入股形式组建了高新区首个富民合作社。二是组

建“促增收”的联枫公司。２０１１年以枫桥原２４个村
股份合作社为出资主体，组建了市场化经营主

体———苏州高新区枫桥联枫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实

行抱团发展。另一方面，加强对股份合作社的监

管。为了防止股份合作社因缺乏监管导致集体资

产流失或产生其他现象，各试点地区均统一实行账

目委托代管制度，不断完善报、批、审财务制度，强

化财务管理，对基建项目、企业合同、开支审批进行

严格监管。要求对股份合作社的经营情况、财务情

况进行公开，接受股民监督。枫桥街道设立村股份

合作社管理中心，负责对股份合作社进行指导、管

理和业绩考核。各股份合作社委托第三方记帐，同

时财务收支情况通过“阳光村务平台”公开，接受公

众监督。长桥街道在设立农民合作社管理服务中

心统一帐务中心核算的基础上，对股份合作社实行

集中办公、统一管理、统一考核。股份合作社委托

财政收付中心记帐。街道集体资产管理部门通过

集体资产交易监管平台，对各股份合作社运行进行

全面监管。在“政”方面，不断创新社会治理模式。

“政经分开”改革后，枫桥街道针对社区管理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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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问题，不断改革，探索社区治理新模式。如针对

原集体经济设立的物业公司运作效率低、管理不佳

等问题，引入社会力量参股物业公司或直接聘用第

三方物业公司，从而提高物业公司的运作效率和社

区管理水平。再如为解决“一站式”服务大厅造成

的人力资源浪费、干群关系疏远等问题，按照“行政

职能上收中心，服务资源下沉社区”的思路，设立３
个社区服务中心，由街道社区管理中心直接管理，

取代原来 ７个社区居委会的“一站式”服务大厅。
同时，将原来社区居委会的７８项事务拆分为２个部
分，即政府行政职能与社区服务功能，将劳动就业

和社会保障、民政、计划生育、窗口管理、集体财产

管理等５０类１２２项政府延伸职能统一上收至社区
服务中心；将开展社区服务、突发事件演练、普法宣

传、精神文明建设、全民健身、家庭调解、生态保护、

社区自治、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民兵组织建设、社区

综合治理、安全生产、社区管理等２８类１３４项社区
服务功能下沉社区居委会承担，明晰了街道与社区

在“政”的权限范围与责任归属。

３　“政经分开”改革的效应

３．１　农民资产性收入显著增加
“政经分开”后，集体资产产权明晰，可以有效

保护农民的切身利益；同时改制后原本由村承担的

社区事务或公共品支出全部或部分改由各级财政

承担。以枫桥街道为例，政经分开后，２４个村可节
约管理成本和公益支出２１００余万元／年。随着集
体经济组织收益的大幅提高，农民的资产性收入也

提高。调研结果显示，截至 ２０２１年枫桥街道实施
“政经分开”后成立的苏州高新区枫桥民发富民合

作社、苏州高新区枫桥联枫建设发展有限公司２家
平台已累计分配股红７．１７亿元，每年实现８％的保
底分红［９］。长桥街道７个涉农社区组建的苏州市
吴中区长联置业发展有限公司（长桥富民股份合作

联社）年收益６０００万～７０００万元［１０］，确保合作社

有１２％的年收益，在全市处于领先地位［１１］。２０２１
年花桥镇１５家村（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总收入达
２８６亿元，股金分红８６１７万元。
３．２　农村社会管理效率明显改善

过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人员相对稳定，社

会管理事务相对简便，村级经济总量相对不高。而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外来人员大量涌入，

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出现倒挂；内部人员变动频

繁，许多地方居住与管理已经事实分离；社会事务

日趋增多，服务管理对象复杂多元。传统的农村基

层治理模式越来越难以适应新时期加强和完善社

会管理的客观需要。政经分开有利于明确各自分

工，使村（居）委会能够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社区的日

常事务管理中来，推动专业化服务，效能化管理，切

实改善和加强社会管理。

３．３　集体经济市场竞争力显著增强
“政经分开”后集体资产产权更加清晰化、明确

化，合作社成员的利益和合作社的发展更加紧密地

结合起来，合作社成员开始真正关心合作社的发展

和成长。同时集体经济组织剥离了社会职能，摆脱了

历史包袱，真正实现市场化、企业化经营。再加上各

种财政扶持政策，大大增强了其市场竞争力，并促进

集体经济做大做强。据统计，２０１９年底长桥街道集
体总资产达到４７亿元，总收入６亿元，村均稳定收入
４５００万元［１２］，各项指标均比２０１１年增长１００％以
上。苏州市吴中区长联置业发展有限公司（长桥富民

股份合作联社）资产已发展到近１０亿元［９］。

４　政经分开改革存在的潜在问题

４．１　财政负担加重
在“政经分开”过程中，最直接的问题是财政负

担加重。众所周知，“政经分开”前行政村直接承担村

级管理成本和费用，“政经分开”后将由财政承担全部

或部分社区管理经费，财政压力将会大幅增加（表２）。
“政经分开”改革后，枫桥街道社区管理成本由

财政全额承担，７个社区平均每年财政支出约１亿
元，包括人员经费、公用经费、条线经费（如征兵、民

兵训练）、建设维护费等。长桥街道所属社区两委

（村党支部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人员和工作人员

的人头经费按城市社区标准列入公共财政预算，约

８００万元／年。社区党组织、居委员会行政管理经
费、社会事业管理经费、公益性事业建设经费和社区

居民公益性福利经费（约为 ２２００万元）暂时由股份
合作社列入全年预算，按季度交付给居委会，但随着

改革的推进和功能变化逐步过渡到财政预算。

花桥镇“政经分开”改革后的社区行政管理类

经费、社会公益类经费（如公共教育、医疗卫生、文

化体育、市政公用、环境卫生等）由县（市）、镇两级

财政承担。村民福利类（如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高

龄老人补贴等）由股份合作社等村经济组织承担。

按此改革方案，县级财政约需要承担２．０亿元，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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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政经分开”改革后社区管理运行成本分担

管理模式
运行成本

行政管理经费 社会事业经费 公益性事业经费 福利经费 财政承担比例（％）

枫桥 街道财政承担 街道财政承担 街道财政承担 街道财政承担 １００

长桥 人员经费由街道财政承担，其他

如办公经费等股份合作社承担

由股份合作社承担 由股份合作社承担 由股份合作社承担 ７０～７５

花桥 由县（市）、镇２级财政分担 由县（市）、镇２级
财政分担

由县（市）、镇两级

财政分担

由股份合作社承担 ７０～８０

　　注：数据来源于调研资料。

（经济开发区）财政约需要承担５．２亿元。在总支出
中，股份合作社等村经济组织一般承担２０％～３０％。
４．２　投入责任转嫁

投入责任转嫁问题和上述财政负担加重本质

上是一个问题的２个方面。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
法》，村委会应承担“办理本地区的公共事务和公益

事业，开展社区服务”。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一般

是指涉及村民的公有公用和公共利益的事业，包括

公共设施的建设、社会优抚工作、公共教育、公共卫

生、计划生育、生态环境保护、文化体育活动等。

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举办需要大量资金投

入，尤其是一些公共设施的建设项目。“政经分开”

后，村委会经济职能被剥离，不再履行经济发展管

理的职能，因此也不具有相应的收入来源，村委会

承办的各项公益性事业可能成为“无米之炊”。另

一方面，股份合作社本质上是“按份额共有”的合作

经济，村委会往往无法直接动用相应的资金（在“政

经分开”前，集体经济是“共同所有”，基层自治组织

与集体经济组织管理层通常是一套班子）。在此情

况下，有可能导致集体经济组织对本应由其投入的

村级公益事业不投入或少投入，而把村级公益事业

投入转嫁给各级财政或其他主体（如向农民集资），

虚化了集体经济组织的投入主体责任。在没有适

当资金来源（如财政资金不到位）的情况下，一些公

共设施的建设、维护有可能无法得到保障。从调研

结果来看，长桥街道主要由股份合作社承担公益性

事业经费，而花桥镇、枫桥街道主要由财政来承担。

４．３　政务居务不分
“政经分开”改革后，村（居）委会协助政府管理

的工作量显著增加。如长桥街道社区居委会承担

协助政府管理的工作涉及５６小项，涉及文明办、档
案局、公安分局、民政局等部门。枫桥街道社区居

委会协助政府管理工作包括１３大类８２小项，涉及
社区党建、宣传、群团、人武工作，社区综合治理管

理工作，劳动和社会保障，扶贫工作，计划生育，安

全生产，土地调查，动物疫情应急处理和森林防火

工作，消防安全等。社区存在“政务居务不分”、治

理功能弱化虚化等新问题。

５　结论和政策建议

５．１　评述性结论
５．１．１　从改革性质来看，“政经分开”是一种诱致
性制度变迁　在制度经济学看来，诱致性制度变迁
是指个人（或个人组成的群体）在争取因制度不均

衡引致的获利机会时，所自发倡导、组织实施的对

现有制度的创造性安排。从上述３个地区“政经分
开”社会经济背景来看，“政经分开”是城镇化发展、

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后，原有“政经合一”制度无法

适应制度环境的变化（如村民自治组织和集体经济

组织的边界不一致，公共服务供给无法满足因收入

增加而导致的公共服务需求增加）的自然结果。为

响应环境的变化，追求潜在收益，如公共财政投入

的增加、股份合作社收益分红的提高，降低现行成

本，如原来有村集体组织承担的外来人口管理成

本，基层改革主体（村委会／基层政府）在法律框架
内对农村基层治理进行边际革命。

５．１．２　从改革基础来看，“政经分开”必须符合一
定的条件　第一，法律层面，股份改革是“政经分
开”的前置条件。根据现行法律，村委会职权与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职权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交叉。因

此要实现“政经分开”，首先必须要将集体所有资产

进行处置。目前３个地区采用的处置方式主要是进
行集体资产股份化改革，重新组建股份合作社，实

现把“共同所有”的集体经济转化为“按份额共有”

的合作经济［５］。第二，经济层面，基层政府具有相

应的财力是“政经分开”的必要条件。“政经分开”

后，原来行政村直接负责村级管理成本和费用，“政

经分开”后将由财政承担全部或部分社区管理经

费，财政压力将会大幅增加。如果没有财政经费支

持，就不可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政经分开”。从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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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实践来看，三地在“政经分开”改革时的财政实力

均相当雄厚。枫桥街道 ２００４年（实行政经分开改
革的当年）地方一般预算收入为１．８７亿元；而２０１１
年长桥街道、花桥镇进行“政经分开”改革时，地方

一般预算收入分别高达４．２４亿、１４．６３亿元。
５．１．３　从改革内容来看，“政经分开”关键是实施５
个分离　“政经分开”的核心是农村基层社会管理
职能与集体经济组织职能的分离，社会管理职能由

农村基层自治组织（社区居民委员会或村委会）承

担，集体经济组织职能由股份合作社承担。三地的

实践表明，围绕组织职能的分离，需同时对财务资

产、组织架构、议事决策、选民资格等进行分离。

５．１．４　从改革效果来看，“政经分开”能释放巨大
的改革红利，并同时产生新问题　三地的实践结果
表明，“政经分开”有利于理清基层组织职能，明晰集

体产权，保护农民和集体经济权益，增加农民收入；增

强集体经济的市场竞争力，助推集体经济组织做大做

强，很大程度上抑制因村干部权力过大而滋生的腐败

行为；改善农村社会管理，明确社会公共服务承担主

体，改善和加强农村社会管理效能。同时，“政经分

开”后有可能出现一系列新问题，主要表现为政务居

务不分、基层财政负担加重、集体经济组织投入责任

虚化等，这些问题在未来的改革中应加以关注。

５．２　政策建议
５．２．１　因地制宜，循序渐进地推进改革　综上，
“政经分开”是城镇化发展、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

后，原有“政经合一”制度无法适应制度环境的变化

而产生的制度变迁，且“政经分开”也需要基层政府

具有相应的财力作为支撑。由于各地的社会经济

发展水平、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状况、公共财政收入

都存在差异，在“政经分开”实施上的难点也各不相

同，因此要因地制宜，选择合适的时机、采取最适宜

本乡（镇）的路径和方式，在有条件的地区先行试点

“政经分开”改革，在实践中摸索经验，不能全然不

顾现实条件而茫然全面推开。

一般而言，位于城郊接合部和城市建成区的村

或因城乡一体化改革集中居住的村，应该在撤村建

居的同时率先实施政经分离。如果财政实力许可，

可以像枫桥街道那样一步到位；如果财政实力不

足，暂时难以承担全部费用，也可以参照长桥街道、

花桥镇的改革方案，分步实施。对于还处于农村规

划区内，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变动不大，集体经济也

较弱的村，则以沿袭“政经合一”制度为好。如果强

行推行“政经分开”，在村委会之外另行设立一个集

体经济组织，只会增加管理成本［５］。

５．２．２　优化顶层设计，强化制度保障　“政经分
开”改革涉及多方利益，涵盖多个环节，是一个系统

工程，因此在推动“政经分开”改革过程中，需要优

化顶层设计，健全法律法规建设，做到改革有法可

依，从制度层面保障“政经分开”改革的顺利进行。

在顶层设计时，应明确“政经分开”的改革条

件、改革路径，科学评价改革成本，明确改革成本的

承担主体，构建和完善一系列配套制度，如集体资

产管理制度、社区自治管理制度、股份合作社收益

分配制度、集体资产审计监督制度等。

５．２．３　理清行政事务和社区自治事务边界，构建
“政社互动”新模式　针对“政经分开”改革后出现
“政务居务不分”现象，枫桥街道创立了“中心 ＋社
区”的社区治理新模式，长桥街道采用“准入清单模

式”。第一，设立社区一站式综合服务站，强化社区

为民、便民、安民功能，满足居民多样化的服务需求。

第二，厘清行政事务和社区自治事务、政府委托事务

和社区自治事务边界，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

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在厘清行政事务和社区

自治事务边界的基础上，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将

政府委托事务委托给社区办理。社区根据工作内容、

工作量大小自主安排办理政府委托事务。

５．２．４　建立合理的经费投入分担机制　根据现代
公共财政学理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财政基

本职能之一是弥补市场失灵，为市场提供公共产品

和公共服务，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并根据受益范围

原则，科学界定财政支出边界和范围。如果公共产

品和公共服务受益范围是全市（区），那么其支出应

该由市级（区级）财政承担；如果受益范围是街道，

那么其支出应该由街道财政承担；如果受益范围是

某个小区，那么其支出应该由该小区全体居民承担

（如以物业费方式承担）。这是科学界定和规范财

政支出边界和范围原则之一。建议采取“核定项

目、统一标准、扎口管理、分级承担”的办法，以县

（市、区）为单位，制定基本公共服务项目清单，统一

服务标准，根据受益范围原则、量入为出原则、效率

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确定承担投入主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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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推进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的实践与探索
———以江苏有机农业发展为例

徐可轩１，秦光远２

（１．北京林业大学林学院，北京１０００８３；２．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８３）

　　摘要：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是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协同推进、深度融合的重要体现。目
前，我国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的研究和实践仍处于探索阶段，各地实践情况差异较大。以江苏有机农业发展为

例，总结分析了戴庄模式、秦邦模式实践案例，句容戴庄以行政村为主体，通过合作经营形式，发展水稻、蔬菜、林果和

精深加工产品等多形态的有机农业；南京秦邦以企业为载体，在畜禽养殖、有机肥发酵等探索出核心技术，推进现代农

场生态循环发展。通过示范标杆分析，江苏有机农业在组织机制创新、技术探索集成、产业融合提档等方面积累了一

些经验，但也存在供给总量小、技术转化应用不够和政策扶持力度欠缺等问题，继而提出加强顶层设计、推进传统产业

延伸、发挥区域生态优势、强化全产业链发展等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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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最先在２０１８年全国生态环境保
护大会上提出要加快建立健全“以产业生态化和生

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为新时代构建

生态经济体系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发展方

向［１］。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

指出，“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

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并强

调“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

村［２］”。产业生态化与生态产业化（以下简称“两

化”）协同推进的发展理念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的重要内容，是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付诸实践的具体方式，是将生态环境保护与社会经

济发展达到和谐的最好体现［３］。因此，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要在“生态产业化和产

业生态化”上做文章。乡村产业振兴是动能，生态

振兴是基础，如何通过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的

协同扎实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村更富裕、生活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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